
当前社区矫正收监执行的实践与困境
2012年3月1日两院两部按照司法体制机制改革，贯彻创新社会管理的要求，联合制定了《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规定司法行政机关负责管理、组织实施社区矫正工作，而原先公安机关则基本退出社区矫正工作的具体工作，只对违反治安管理规定和重新犯罪的社区矫正人员依法处理。2013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刑事诉讼法也确认了社区矫正机构是监外执行罪犯的主管机关。新《办法》对社区矫正机构除强化日常司法行政职能，对缓刑、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的收监做了较大的调整，规定由居住地同级司法行政机关向原裁判和决定机关提出，并及时将罪犯送交监狱或看守所。而非以往须先由司法行政机关向公安机关提出、公安机关再向原裁判机关提出撤销缓刑、假释的建议以及公安机关负责投送的模式，由此司法行政机关真正成为监外刑罚执行的执法主体。新办法实施已近两年，赣榆县司法局在督办李某（盗窃罪被假释）因盗窃未遂、徐某（交通肇事罪被判缓刑）因非法拘禁被收监案件中，发现在办理收监执行过程中遇到不少实务问题，收监执行困难重重。      
一、收监执行案件时间紧、任务重，超过拘留期限收监执行容易造成矫正人员脱逃的后果。当前提请收监执行的案件大多因矫正对象治安违法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引起，为避免矫正对象拘留期满后逃避收监，在其拘留期间完成收监投送监狱、看守所是较为理想的作法。但因提请收监涉要跨多个部门甚至跨地区办理，从收集证据到移送法院审判再到投送监狱，要在拘留期间完成全部工作面临的任务繁多，时间紧迫。
以徐某非法拘禁案件为例，2012年7月2日赣榆县司法局接张家港检察院监所科通知，徐某因非法拘禁于6月25日被张家港市公安局行政拘留15天，拘留期限至7月10日，留给司法行政机关办理收监的时间只有8天。在李某盗窃案件中，公安机关先是以李某涉嫌盗窃罪刑事立案侦查，后因李某盗窃数额较小不构成刑事犯罪，只符合劳教条件，在调取其释放证明时发现李某实为假释出狱的情况，应当予以收监。扣除刑事拘留4天（李某被决定行政拘留15日），此时只剩11天的时间。在不足2个星期的时间内，司法行政机关要收集矫正对象违法的证据，要将证据组卷送到法院，法院审理做出撤销假释或缓刑的裁定，司法行政机关凭法院裁定再将其投送到指定的监狱或看守所。其间，涉及单位多、环节多，特别是矫正对象违法行为发生在外市、县甚至是外省，或外省、市假释的矫正对象被收监，如无相关部门大力配合几乎无法在有效期内完成。以李某收监案为例，盐城中级人民法院在接到连云港市司法局提请收监建议书后，启动快速审理机制，仅一天时间就做出了裁定，确保该案在拘留期限完成收监执行。
二、异地违法矫正人员的收监工作，司法系统缺少内部配合协作机制，案件办理不畅。矫正对象违法行为发生在居住地时证据通常易于收集，但如违法行为发生在外市、县甚至是外省，如何快速、高效获取证据的矛盾就凸显出来。以徐某收监执行案为例。赣榆县司法局得知矫正对象徐某因非法拘禁被张家港公安局行政拘留后随即与张家港市司法局联系，由于司法部门之间尚未建立协作机制，彼此沟通不畅，无法由当地司法部门完成证据收集并移送。县司法局工作人员准备亲自驱车前往苏州调取证据，但考虑到路途遥远、人地生疏等因素，商请赣榆检察院监所工作人员，通过检察机关协作机制，请张家港检察院监所科工作人员将徐某非法拘禁的材料由公安机关调出并作成证据形式，连同徐某被处罚的法律文书邮寄赣榆检察院再转至赣榆司法局，方才完成短时间内的证据收集工作。若非检察机关协作途径，该案办案成本高昂且效率将大打折扣，且极易造成徐某拘留期满出所后脱逃失控的局面。
三、司法部门缺少罪犯投送押解的必要硬件设施及人员配备。罪犯投送押解是严肃而危险的执法行为，押解除要求配足警力武装押解外，还要按照规定使用械具，押解女性罪犯时，应有女警负责中途管理。新《办法》第二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裁定撤销缓刑、假释或者对暂予监外执行罪犯决定收监执行的,居住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将罪犯送交监狱或者看守所,公安机关予以协助。该条文确定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是罪犯投送押解的主体。但当前司法行政机关普遍未配备手铐脚镣，无投送的专用囚车，更无武装押解的可能，甚至部分人员甚至无制服，投送押解即危险又缺少严肃性。如在上述李某案中，投送押解的手铐脚镣均是随行检察机关人员临时从看守所借用，乘坐的警车无隔离栏，与人犯同一车厢，在无武装押解得情况下极易发生危险。
四、收监执行案件收集证据人员的执法资格及执法能力问题不容忽视。收监执行案件中执法资格和能力是当前被人们普遍忽视的问题。刑事诉讼证据必须由司法人员依照法定程序加以收集，不具备执法资格的人员收集的证据，系非法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当前社区矫正机构招聘大量的社区矫正专职矫正人员，由于部分专职矫正人员虽在执法岗位但没有正式编制，无法取得执法资格，从事一般的矫正管理活动、日常事务尚可，但是在调查收集监外罪犯脱管、漏管、违法等情形证据时，必然涉及收集的证据是否有效的问题。随着新刑事诉讼法和新《办法》的实施，司法行政机关成为执法主体办理收监案件，工作人员执法资格是首要解决的问题。
此外，由于收监案件法庭通常采取书面审理，矫正人员因被羁押在拘留所或因脱、漏管不在场，因此法庭对案件证据要求较高。部分司法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缺少司法办案经验，往往不知如何收集证据，或收集的证据存在瑕疵，达不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造成收监执行案件难以成行。
第五，办理
收监执行案件细节不容忽视，否则极易造成不必要

的麻烦。如在
法院裁定收监起始日期问题，以李某案为例，李系6月17日至7月2日被行政拘留，法院裁定收监自7月3日开始，表面上看行政拘留与收监执行时间上对接紧密。但实践中行政拘留所通常在7月2日的工作时间内就释放当事人，至迟当晚24时前释放，否则即是超期羁押。而司法行政机关7月2日投入监狱显然不合适，这就造成7月2日18时到7月3日凌晨期间当事人如何安置的问题。因此法院裁定收监起始日要综合考虑拘留释放时间及投送路途耗费时间再做确定。

又如当前刑事案件与公安机关治安处罚案件制作的法律文书中，当事人的住址往往按户籍地为准，忽略居住地书写。一旦有居住地与户籍地不一致的矫正对象，因法院判决、公安机关处罚决定书没有确认矫正对象居住地的事实，造成居住地司法行政机关在办理收监案件中管辖权受到不必要的质疑。随着经济深入的发展，人员流动不可避免，对于人户分离的案件，判决书与治安案件的法律文书有必要写明居住地这一要素。
再如，异地协作机制文书、证据传递问题，当前司法机关法律文书、机密文件均从邮政机要途径投递。按规定异地协作调取的证据应当从机要途径投递，但机要途径投递耗时长，甚至不如办案人员亲自调取证快捷。特快专递虽然快速，但有泄密的可能，有违办案规定。为适应新办案模式，异地协作机制应当考虑建立快速与保密兼备的司法证据传递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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